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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生活成本指数视角，利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

查数据，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消费福利的影响，从而揭示其在微观层面的

利益分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呈上升趋势，且
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间存在差异，这主要源于家户部门间的消费结构异质性和不

同产品间价格的涨幅差异。 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会降低中国城市居民

家庭的消费品与消费性服务生活成本指数。 特别地，贸易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助

于缩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实际消费福利差距。 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或贸易

自由化战略，充分发挥其在增进消费者福利和调节利益分配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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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英国“脱欧”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标志的逆全球

化现象愈演愈烈。 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作为曾经的自

·９６·　期３第年０２０２　∗济经界世

　 　 　 　
􀪇􀪇􀪇􀪇􀪇􀪇􀪇􀪇􀪇􀪇􀪇􀪇􀪇􀪇􀪇􀪇􀪇􀪇􀪇􀪇􀪇􀪇􀪇􀪇􀪇􀪇􀪇􀪇􀪇􀪇􀪇􀪇􀪇􀪇􀪇􀪇􀪇􀪇

∗ 王备：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１５２ 号　 ４３００７９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
ｂｅｉｂａｒｒｙ＠１６３． ｃｏｍ；钱学锋（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研

究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 １８２ 号文泉楼　 ４３００７３　 电子信箱：ｘｆｑｉａｎ＠ １２６． ｃｏｍ。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７７３１４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１８ＶＳＪ０４６）以及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贸易利益的个体分配效应研究：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感

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其贸易政策立场正逐步转向保护主义

（Ｅｖｅｎｅｔｔ 和 Ｆｒｉｔｚ，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虽然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全球化进程中贸易利益的不公平分配，特别是在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贸易利益分

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反全球化声浪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发酵剂（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８；Ｐａｓ⁃
ｔｏｒ 和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２０１８）。 由此，也引发学界对全球化与贸易利益个体分配及不平等问题

的广泛关注 （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２０１０； 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等，２０１１； Ｂｅｈｒｅｎｓ 和 Ｍｕｒａｔａ，２０１２； Ｆａ⁃
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和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２０１６；Ｎｉｇａｉ，２０１６；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２０１７；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１８）。 愈来愈多的观点认为，关于一国在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得失”的评

判，不能仅以国家整体福利的提升与否为标准。 现实中各国内部广泛存在且日益突出

的不平等或利益分化问题提醒我们，必须从更为微观的利益主体层面去重新审视和揭

示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的利得影响和福利内涵，这将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当前全球

贸易环境的变化。 此外，对于过去贸易实践的深刻反思，也能为当前贸易政策制定提

供宝贵的经验教训（Ｉｒｗｉｎ，２０１７）。
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全球化进程的动能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

转向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趋势（戴翔和张二震，２０１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深

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长期被认为是全球化

或贸易自由化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伴随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国国内贫富差距

等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富裕与贫困阶层、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高技能

与低技能劳动者、年轻人与老年人、城镇与农村家庭之间的利益分化和福利差别（程
永宏，２００７；陈钊等，２０１０；邢春冰和李实，２０１０；李实和罗楚亮，２０１１；邹红等，２０１３）。
当然，这也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提出“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和“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战略目标①。 虽然不同于国际社会，中国尚未出现明显的反

全球化或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但未雨绸缪，准确揭示和验证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

个体利益分配或福利影响，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更好制定和推行对外开

放战略，实施更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和经验支撑，都将具有深刻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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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的分配效应或福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收入侧主要通过工资

和就业等渠道引致个体或家户部门的收入变动；而在消费侧则通过产品价格、种类以

及质量等作用机制对消费者的福利造成影响（钱学锋和李莹，２０１７）。 然而，根据标准

经济学教科书中效用函数的相关定义，个体效用往往直接来源于消费，而收入是作为

影响消费的预算约束条件。 相比而言，消费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经济单位的总体资源

禀赋状况，如医疗健康、社会保障、住房车辆、资产积累以及信贷能力等（Ｍｅｙｅｒ 等，
２００９；Ｍｅｙｅｒ 和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１１ａ、ｂ、２０１３、２０１７），且消费数据的稳定性与可测度性更强，
能够更好衡量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福利水平和政策效应（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和 Ｐａｖｃｎｉｋ，２００７；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和 Ｍｏｆｆｉｔｔ，２００９；Ｄａｈｌ 等，２０１１）。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消费侧视角可以

更真实有效地衡量和反映个体间的不平等或利益分化（Ａｇｕｉａｒ 和 Ｂｉｌｓ，２０１５）。 此外，
相较已有研究围绕个体收入不平等或收入效应等展开的广泛而丰富的讨论，对个体消

费侧福利问题的探究则略显不足。 基于此，本文从生活成本指数的视角，考察贸易自

由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福利的影响。
当然，本研究亦有丰富深厚的文献基础，与本文联系密切的文献主要有两支。 一

支是关于贸易自由化个体分配效应的研究。 在理论上，个体或家户部门的福利水平可

以通过间接效用函数来测算，这往往取决于其面临的市场价格与自身的消费需求和收

入水平（Ｄｅａｔｏｎ，１９８９；Ｗｉｎｔｅｒｓ 等，２００４）。 贸易自由化会通过影响个体或家户部门的

就业和工资变动或通过进口关税削减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不完全传导，从而产生劳动

收入效应、消费效应以及应对冲击的行为调整（ Ｐｏｒｔｏ，２００６；Ｎｉｃｉｔａ，２００９；Ｌｅｙａｒｏ 等，
２０１０；Ｃｈｏ 和 Ｄｉａｚ，２０１１；Ｕｒａｌ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２０１２；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５；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和 Ｐｏｒｔｏ，２０１６；Ｈａｎ
等，２０１６；Ｃａｓａｂｉａｎｃａ，２０１６；施炳展和张夏，２０１７；Ｍｃｃａｌｍａｎ，２０１８；Ｄａｉ 等，２０１８）。

另一支则主要是从消费价格指数或生活成本指数角度去讨论政策变动和外部冲

击对个体或家户部门的消费福利影响。 此支文献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两类：一类

是特定收入消费者价格指数（ ｉｎｃ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的测度及其相关

研究。 基于传统代表性消费者假定的消费价格指数可能造成对不同群体间实际收

入不平等的估计偏误（Ｂｒｏｄａ 和 Ｒｏｍａｌｉｓ，２００９）。 而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或家户部

门间的需求结构、购买价格、消费品种类质量以及消费行为调整等异质性因素，会导

致货币政策调整或汇率波动对不同群体间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或通货膨胀率（ ｉｎｆｌａ⁃
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影响的差异，从而产生相应的福利影响或利益分配效应（Ｈｏｂｉｊｎ 和 Ｌａｇａ⁃
ｋｏｓ，２００５； Ｈｏｂｉｊｎ 等，２００９； Ｋａｐｌａｎ 和 Ｓｃｈｕｌｈｏｆｅｒ⁃Ｗｏｈｌ，２０１７； Ｃｒａｖｉｎｏ 和 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１７；Ｏｒｈｕｎ 和 Ｐａｌａｚｚｏｌｏ，２０１９；Ｃｒａｖｉｎｏ 等，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另一类主要是家户层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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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本研究。 生活成本指数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消费价格指数①。 基于等值

算子（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的生活成本指数能够衡量和反映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
如家庭幼儿数量（Ｌｙｓｓｉｏｔｏｕ 和 Ｐａｓｈａｒｄｅｓ，２００４）和年龄结构（Ａｇｕｉａｒ 和 Ｈｕｒｓｔ，２００７）等
家户部门间的消费福利差异。 类似地，经济萧条、跨国零售投资以及中间品贸易自由

化等外部冲击也会通过家户部门特定的购物习惯和消费偏好，或为应对冲击和节省开

支而采取调整购买频率、质量替代、更换购物地点、批量折扣、使用优惠券等消费策略

以及异质性企业的行为决策，引致不同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变动产生差异

（Ｈａｕｓｍａｎ 和 Ｌｅｉｂｔａｇ，２００７；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等，２００９；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Ａｒｇｅｎｔｅ 和 Ｌｅｅ，２０１５；Ｆａｂｅｒ 和
Ｆａｌｌｙ，２０１７；Ａｔｋｉｎ 等，２０１８；Ｎｅｖｏ 和 Ｗｏｎｇ，２０１９；Ｓｔｒｏｅｂｅｌ 和 Ｖａｖｒａ，２０１９；Ｊａｒａｖｅｌ，２０１９）。
特别地，部分文献还从地区维度探究了家户部门生活成本指数的测度及其在地区间的

差异分布 （ Ｈａｎｄｂｕｒｙ， ２０１２； Ｈａｎｄｂｕｒｙ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ｇａｒ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７； Ｏｇｕｒａ，
２０１７）。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分别围绕城镇居民生活成本指数的估算方法和进

口价格波动对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陈龙，２０１０；罗知和郭

熙保，２０１０；范志勇和宋佳音，２０１４；许永洪和陈剑伟，２０１６）。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首先，基于生活成本指数的消费福利衡量

和经验探讨，为贸易利益的个体分配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多元化视角。 其

次，考察了消费品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的生活成本指数及其分布离散度的影响，从
而对外部冲击与生活成本相关研究进行有效补充。 最后，采用多种指标测度形式和估

计方法展开量化分析，为准确揭示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微观层面的利得影响和政策

内涵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框架与数据来源；第三部分是特征事实

和计量结果分析；第四部分为稳健性检验与扩展讨论；最后是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研究框架与数据

本文主要根据 Ｄｉｅｗｅｒｔ（１９７６）与 Ｌｉｅｕ 等（２０１３）的分析方法，利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中

国城镇住户微观调查数据，测算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并对其进行

可加性分解，从而揭示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趋势及其分布特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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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者的逻辑内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希克斯补偿和斯拉茨基补偿，前者为在维持既定效用水平情形下

价格变动引致的支出变动，后者则是保持原有消费集合不变而由价格变动造成的额外支出。



此基础上，我们还借鉴 Ｐｏｒｔｏ（２００６）与 Ｈａｎ 等（２０１６）的逻辑思路，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

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对不同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及其分布离散程度的影响。
（一）生活成本指数的测度

生活成本指数主要用以衡量外部冲击及其引致的消费行为调整对消费者福利的

影响。 传统的生活成本指数可表示为：

ＣＬＩｃｔ ＝
ｍｉｎｑｉ，ｔ∑ ｉ

ｐｉ，ｔｑｉ，ｔ ｜ Ｕｔ ＝ Ｕ０

∑ ｉ
ｐｉ，０ｑｉ，０

（１）

　 　 即在维持既定的效用水平下，ｔ 时期所需的最小总支出同基期实际总支出的比

值。 其中，ｐｉ，ｔ和 ｐｉ，０与 ｑｉ，ｔ和 ｑｉ，０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 ｉ 产品的消费价格与数量，Ｕｔ 和

Ｕ０ 分别表示报告期与基期的效用水平。 通常而言，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价格指数（以下简称

ＬＰＩ）、Ｐａａｓｃｈｅ 价格指数（以下简称 ＰＰＩ）以及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ｉｖｅ 价格指数如 Ｔöｒｎｑｖｉｓｔ 价格指

数（以下简称 ＴＰＩ）和 Ｆｉｓｈｅｒ 理想价格指数（以下简称 ＦＰＩ）都可一阶近似于生活成本指

数（Ａｒｇｅｎｔｅ 和 Ｌｅｅ，２０１５）①。 因此，本文主要基于上述指标方法，测算样本期间中国城

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及其分布特征。 同时，我们还借鉴 Ｒ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６）的方法，采用 Ｓａｔｏ⁃Ｖａｒｔｉａ 价格指数（以下简称为 ＳＰＩ）进行相关分析和验证。

以 ＴＰＩ 方法为例，假设家户部门的效用函数为：
Ｕ∗ ＝ （Ｕ０Ｕｔ） １ ／ ２ （２）

　 　 其中，Ｕ∗为家户部门在基期和报告期效用水平的几何平均。 根据 Ｄｉｅｗｅｒｔ（１９７６）
的研究，基于 Ｋｏｎｙｕｓ 真实生活成本指数的测度在一定条件下可等价于 Ｔöｒｎｑｖｉｓｔ 价格

指数，则有：

ＰＴ（Ｐ ｔ，Ｐ０，Ｑｔ，Ｑ０） ＝ ＣＬＩＫ（Ｐ ｔ，Ｐ０，Ｕ∗） ＝ ｃ（Ｐ ｔ，Ｕ∗）
ｃ（Ｐ０，Ｕ∗）

＝ ∏ ｉ∈Ω
ｐｉ，ｔ

ｐｉ，０

æ
è
ç

ö
ø
÷

（ ｓｉ，ｔ＋ｓｉ，０） ／ ２

（３）

　 　 其中，Ｐ ｔ 和 Ｐ０ 与 Ｑｔ 和 Ｑ０ 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的产品价格与消费数量向量，

ＣＬＩＫ 为 Ｋｏｎｙｕｓ 真实生活成本指数，ｃ（Ｐ ｔ，Ｕ∗）和 ｃ（Ｐ０，Ｕ∗）分别表示家户部门在报告

期和基期的总支出，其满足变弹性的超越对数函数性质。 ｐｉ，ｔ和 ｐｉ，０与 ｓｉ，ｔ和 ｓｉ，０则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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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在基于效用水平定义的生活成本指数测算中，通常会考虑消费者需求偏好或支出函数形

式的影响。 原因在于，现实中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和支出函数形式往往难以被直接观测，且在不同时期面临产品相

对价格的变化，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数量和支出份额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存在消费价格指数与生活成本指数之间的

替代偏误（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问题。 此时一般采用两种处理原则：其一，直接采用相关价格指数的近似值来测度生

活成本而不考虑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其二，通过对消费者的需求系统或效用函数形式进行假定或设置，运用参数

或非参数估计方法来测度实际生活成本指数。 本文则结合了上述两种处理方法。



报告期和基期家户部门 ｉ 产品的消费价格与支出份额，Ω 为家户部门的消费产品集合。
与此同时，为探究不同家户群体间生活成本指数的分布差异特征，我们结合已有

文献对生活成本指数加总转换方法问题的讨论，将家户群体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分解

至家户 －产品层面，相关指标变量的可加性分解形式见表 １。 通过分解可以看出，不
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变动，主要取决于其所消费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幅度与家户部门的支出结构。 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

减会通过不同产品间的价格变动差异与家户部门间的消费异质性，对不同家户群体的

生活成本指数产生差异化影响。

表 １ 不同生活成本指标的可加性分解形式

指标 函数形式 可加性分解形式 相关文献

ＴＰＩ ∏ｉ
ｐｉ，ｔ
ｐｉ，０( )

ｓｉ
∑ｉλｉ

ｐｉ，ｔ
ｐｉ，０( )，λｉ ＝

ｐｉ，０ ｓｉ
ｍ（ｐｉ，ｔ，ＰＴｐｉ，０）

∑ ｊ
ｐ ｊ，０ ｓｉ

ｍ（ｐ ｊ，ｔ，ＰＴｐ ｊ，０）

Ｄｉｅｗｅｒｔ （ １９７６ ）、 Ｔöｒｎｑｖｉｓｔ 等

（１９８５）、Ｒｅｉｎｓｄｏｒｆ 等（２００２）、
Ｌｉｅｕ 等（２０１３）

ＬＰＩ
∑ｉｐｉ，ｔｑｉ，０
∑ｉｐｉ，０ｑｉ，０

∑ｉ ｓｉ，０
ｐｉ，ｔ
ｐｉ，０( )，ｓｉ，０ ＝

ｐｉ，０ｑｉ，０
∑ ｊｐ ｊ，０ｑ ｊ，０

ＰＰＩ
∑ｉｐｉ，ｔｑｉ，ｔ
∑ｉｐｉ，０ｑｉ，ｔ

∑ｉ ｓｉ，ｔ
ｐｉ，ｔ
ｐｉ，０( )，ｓｉ，ｔ ＝ ｐｉ，０ｑｉ，ｔ

∑ ｊｐ ｊ，０ｑ ｊ，ｔ

Ｍａｎｓｅｒ 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１９８８）、
Ａｉｚｃｏｒｂｅ 和 Ｊａｃｋｍａｎ （１９９３）、
Ｄｕｍａｇａｎ（２００２）

ＦＰＩ ＰＰＰＬ ∑ｉφｉ
ｐｉ，ｔ
ｐｉ，０( )，φｉ ＝

１
２

ＰＰ

ＰＬ ｓｉ，０ ＋ ＰＬ

ＰＰ ｓｉ，ｔ
æ

è
ç

ö

ø
÷

Ｂａｌｋ 和 Ｄｉｅｗｅｒｔ （２００１）、 Ｂａｌｋ
（２００４）、Ｈａｌｌｅｒｂａｃｈ（２００５）

ＳＰＩ ∏ｉ
ｐｉ，ｔ
ｐｉ，０( )

ωｉ，ｔ
ωｉ，ｔ ＝

（ ｓｉ，ｔ － ｓｉ，０）
ｌｎ ｓｉ，ｔ － ｌｎ ｓｉ，０

／∑ ｊ
（ ｓ ｊ，ｔ － ｓ ｊ，０）

ｌｎ ｓ ｊ，ｔ － ｌｎ ｓ ｊ，０

Ｓａｔｏ（１９７６）、Ｖａｒｔｉａ（１９７６）、ｄｅ
Ｂｏｅｒ （ ２００９ ）、 Ａｒｇｅｎｔｅ 和 Ｌｅｅ
（２０１５）

　 　 说明：ｓｉ ＝ （ ｓｉ，ｔ ＋ ｓｉ，０） ／ ２，ｍ（ｘ，ｙ） ＝ （ｘ － ｙ） ／ （ｌｏｇ ｘ⁃ｌｏｇ ｙ），ｘ ＞ ０，ｙ ＞ ０，ＰＴ、ＰＬ 和 ＰＰ 分别指代 ＴＰＩ、
ＬＰＩ 和 ＰＰＩ。 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加总转换的相关证明，备索。

（二）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生活成本的影响

本文基于家户部门生活成本指数的加总变换分解形式，考察了产品层面进口关税

的变动对家户 －产品层面生活成本指数及其分布离散度的影响，从而揭示贸易自由化

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福利的影响。
根据表 １，则 ｔ 时期 ｉ 产品的国内消费价格与 ｈ 家户群体在 ｉ 产品项上的生活成本

指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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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ｈｉｔ ＝ λｈｉｔ
ｐｉ，ｔ

ｐｉ，０

æ
è
ç

ö
ø
÷ ＝ λｈｉｔ

ｐｗ
ｉ，ｔ

ｐｗ
ｉ，０

æ

è
ç

ö

ø
÷

１ ＋ τｉ，ｔ

１ ＋ τｉ，０

æ
è
ç

ö
ø
÷ （４）

ｐｉ，ｔ ＝ ｐｗ
ｉ，ｔ（１ ＋ τｉ，ｔ）

　 　 其中，τｉ，ｔ和 ｐｗ
ｉ，ｔ分别为 ｔ 时期 ｉ 产品的进口关税与世界价格；λｈｉｔ表示 ｔ 时期 ｈ 家户

部门的 ｉ 产品的相对支出权重。 我们通过对（４）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构建计量方程

（５）式，以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的影响。
ｌｎ ＣＬＩｈ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α２ ｌｎ ｗｐｒｉｃｅｉｔ ＋ α３ ｌｎ λｈｉｔ

＋ δｈｔ ＋ ϕｈｔ ＋ ηｋｔ ＋ κｉ ｔ ＋ εｈｉｔ

（５）

　 　 其中，ｔａｒｉｆｆ 和 ｗｐｒｉｃｅｉｔ分别表示 ｔ 时期 ｉ 产品相对于基期的进口关税指数与世界价格

指数。 δｈｔ为家户 －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家户 －年份层面的冲击对消费品生活成本的影

响；ϕｈｔ为家户 －产品固定效应，主要控制家户 －产品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因素影

响，譬如家户部门特定的产品偏好等；κｉ ｔ 为特定产品趋势，用以控制其他影响消费品价格

或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的因素，如生产成本或销售加成率变动等；ηｋｔ为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行业 －年份层面未能观测因素的影响（其中，我们将食品与饮料等农副产品聚类

为农林牧渔及批发零售业，将衣着与家用设备等工业制成品聚类为制造业）；εｈｉｔ为误差项。
同时，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估计方法，通过分析服务类生活成

本指数对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的弹性，探究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消费性服务生

活成本指数的间接影响。 我们将回归方程设置如下：

ｌｎ ＣＬＩｈｊ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ＣＬＩｈｊｔ －１ ＋ ∑ｉ∈Ｃ
βｉｊ ｌｎ ＣＬＩｈｉｔ ＋ β２ ｌｎ λｈｊｔ ＋ θｔ ＋ ζｈ ｔ ＋ εｈｊｔ （６）

　 　 其中，ＣＬＩｈｊｔ为 ｔ 时期 ｈ 家户部门在消费性服务 ｊ 项上的生活成本指数；ＣＬＩｈｊｔ －１为一

阶滞后项，以控制或避免消费品与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之间可能存在的伪相关；Ｃ 为 ｈ 家

户部门的消费产品集合；θｔ 和 ζｈｔ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特定家户趋势；εｈｊｔ为误差项。
此外，本文还借鉴 Ｂ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与 Ｌｕ 和 Ｙｕ（２０１５）的方法，选取 Ｇｉｎｉ 系数、Ｔｈｅｉｌ

指数、对数偏差均值指数（ＭＬＤ）、相对平均偏差指数（ＲＭＤ）、７５ 分位比 ２５ 分位以及

９０ 分位比 １０ 分位等衡量指标（见表 ２），测算产品层面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间的生

活成本分布离散程度，并据此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间消费福利差距的

影响。 具体回归方程设置为：
ｌ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γ２ ｌｎ ｗｐｒｉｃｅｉｔ ＋ γ３ ｌｎ Ｗｉｔ ＋ ηｋｔ ＋ κｉ ｔ ＋ εｉｔ （７）

　 　 其中，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ｔ表示 ｔ 时期不同家户群体间在 ｉ 产品项下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

散程度；Ｗｉｔ为 ｔ 时期不同家户群体在 ｉ 产品项下相对支出份额的分布离散度；ηｋｔ和 κｉ ｔ
分别为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和特定产品趋势；εｉｔ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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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形式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度测度指标

名称 函数形式 描述

Ｇｉｎｉ 系数 １ － ２∫ Ｌ（ｘ）ｄｘ
Ｌ（ｘ）为 Ｌｏｒｅｎｚ 曲线，表示家户群体所占比例与

其生活成本指数所占百分比之间的对应关系

Ｔｈｅｉｌ 指数 ｎ － １∑ｈ
ＣＬＩｈ
μ( )ｌｎ ＣＬＩｈ

μ( )
ｎ 为家户群体数量，ＣＬＩｈ 为 ｈ 家户群体生活成本

指数，μ 为所有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均值

ＭＬＤ ｎ － １∑ｈ ｌｎ（μ ／ ＣＬＩｈ）
ＲＭＤ ｎ － １∑ｈ ｌｎ ｜ （ＣＬＩｈ ／ μ） － １ ｜

ｌｎ（７５ ／ ２５） ｌｎ（ＣＬＩ７５ｔｈ） － ｌｎ（ＣＬＩ２５ｔｈ） ７５ 与 ２５ 分位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比值

ｌｎ（９０ ／ １０） ｌｎ（ＣＬＩ９０ｔｈ） － ｌｎ（ＣＬＩ１０ｔｈ） ９０ 与 １０ 分位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比值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利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ＵＨＳ）数据，采用分位数分类方

法，按城镇住户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将各年样本划分为 １０ 类家户群体。 其中，Ｐ１０、
Ｐ２０、Ｐ３０、Ｐ４０、Ｐ５０、Ｐ６０、Ｐ７０、Ｐ８０、Ｐ９０ 以及 Ｐ１００ 分别表示家庭可支配收入分布居于

最低的 １０％ 、高于 １０ 分位且低于或等于 ２０ 分位、…、高于 ８０ 分位且低于或等于 ９０ 分

位以及最高的 １０％的住户样本。 然后，对应每一类家户群体计算样本产品的消费价

格与相对支出权重，进而测度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①。 基于 ＵＨＳ 数

据库，本文主要选取了食品和饮料、衣着以及家用设备共 ３ 大类 ３１ 种样本消费品。 其

中，食品和饮料类包括粮食、淀粉与薯类、食用油、猪肉、牛肉、羊肉、鸡肉、蛋、鱼、虾、蔬
菜、水果、糕点、牛奶、白酒、果酒、啤酒、碳酸饮料、茶共 １９ 种产品；衣着服饰类有服装和

鞋共 ２ 种产品；家庭设备用品类则包含洗衣机、冰箱、空调、电视、摩托车、组合音响、淋浴

热水器、电话、照相机、手表共 １０ 种产品。 同时，我们还选取了家庭服务、医疗服务、交通

和通信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教育服务、居住服务、其他服务共 ７ 类消费性服务项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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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受 ＵＨＳ 数据库中相关城市抽样样本量的限制，基于地区维度的家户群体分类可能会因

分类过细产生样本缺省、删失或统计偏误等问题，而分类过粗则无法有效反映和刻画不同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本

差异，同时考虑样本存续性问题处理，故最终本文并未纳入地区维度分析，而是将其作为扩展性讨论的一部分。
由于样本期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城镇住户调查手册（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９）中列明的主要消费支出目录存在部分调整。 例如在 ２００２ 年之后新增电

脑、摄像机、微波炉、洗碗机等家居用品，同时在 ２００６ 年后取消缝纫机、收音机、录放像机、男装、女装、坚果、咖啡

等产品的消费支出明细。 因此，本文主要选取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表中，产品名称或服务支

出项目的统计范围未发生调整或实质性变更的类别，以保证数据识别的有效性。 其中，家庭服务支出主要为家政

服务和加工维修费；医疗服务支出包括医疗费和药品费；交通和通信服务支出包括交通工具服务、交通费和通讯

服务费；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文化娱乐服务费、教育服务支出包括学杂费、托幼费、成教费；居住服务支出为居住

维修服务费；其他服务支出包括理发洗澡费和美容费。



上述消费品与服务样本基本覆盖城市居民家庭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活动，能够较好地

反映家户部门的消费福利水平。 区别于 Ｕｎａｙａｍａ（２００８）与 Ｌｉｅｕ 等（２０１３）采用商品价格

指数等标准化的编制统计指标数据衡量样本产品的单位价格，本文则利用 ＵＨＳ 数据库

中各样本住户在每种产品项目上的支出与消费数量数据测算家户层面的单位产品价格，
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和刻画不同家户部门间的质量偏好差异或消费异质性特征，
这同 Ｕｒａｌ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２０１２）与 Ｈａｎ 等（２０１６）的做法一致。 在此基础上，我们以样本住

户在各产品项下的消费数量占其所在家户群体总消费量的份额作为权重，测算家户群

体层面的平均消费价格。 受 ＵＨＳ 数据库中相关服务价格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本文

以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支出的均值作为其价格的代理变量①。 我们进一步利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世界银行的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数据库中 ＳＩＴＣ－４ 位数产

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据同 ＵＨＳ 数据库进行匹配与合并，计算出 ３１ 种样本消费品以贸易

额加权平均的进口关税税率。 关于进口消费品的世界价格数据，考虑到中国进口来源地

的数量众多且不同时期往往会对应多种价格，我们采用 ＵＳＩＴＣ（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数据库中 ＳＩＴＣ－４ 位数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价格作为代理变量，
利用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ＲＥＥＲＩ）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②。

三　 特征事实与计量分析

（一）贸易自由化与进口关税的变动趋势

根据（４）式，本文在基期（１９９２ 年）进口产品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对报告期进口加

权关税税率进行平减，得到报告期与基期的加权进口关税比率，以此来衡量消费品贸

易自由化及其引致的进口关税税率变动。
如图 １ 所示，样本期间食品和饮料、衣着以及家用设备 ３ 大类消费品的平均进口

关税比率不断下降，且其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阶段性特征，反映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深入推进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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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针对这一问题，Ｈａｎ 等（２０１６）采用了省级《统计年鉴》中城市层面的服务类消费价格指数数据进行分析。
但相比之下，本文面临较多局限：其一，现有《统计年鉴》中较多样本年份的数据存在缺省；其二，服务类消费价格

指数无法有效反映不同家户群体间的服务消费价格差异。 而通常情形下，家户部门的人口规模越大，其生活类服

务的采购频率会越高，因此我们以人均服务支出指标来测算服务价格的变动。 采用该方法所计算的相关家户群

体服务消费价格的平均变化幅度，如教育服务、居住服务以及家庭服务等，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服务类城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趋近。
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支出产品类别与 ＳＩＴＣ－４ 位数（Ｒｅｖ􀆰 ３）产品编码对照表，备索。



图 １　 不同类型消费品的平均进口加权关税比率

说明：上述 ３ 大类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比率，由作者根据 ＷＩＴＳ 数据库中 ＳＩＴＣ－４
位数产品以贸易额加权关税的报告期与基期比率简单平均得到。

（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和分解

基于不同的指标方法，本文测算出样本期内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

（见表 ３ 和图 ２）。 以 １９９２ 年为基期，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呈逐年上升

趋势，年均增速约为 ８％ ，这一结果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数据较为一致①。 与此同时，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存在差异，在
某种程度上呈水平 Ｓ 型的拟合分布特征，即平均而言，中高收入家户群体同中低收入

家户群体之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差异最大②。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
（２００１ 年）为时间节点，在贸易自由化的不同阶段，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趋势

特征存在差异。 一方面，入世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平均增速有所放

缓；另一方面，不同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的分布形态发生了变化。 考虑到基期年份

的选择可能会对生活成本指数的测度造成影响，我们从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对入世后阶段

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重新进行估算。 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

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趋势及其分布差异特征依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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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以 １９７８ 年为基期（１９７８ ＝ １００），１９９２ 和 ２００９ 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分别为 ２５３􀆰 ４ 和 ５５８􀆰 ４。
我们还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年城市居民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费类、医疗服务和中

西药类、交通和通讯类、教育类、文化娱乐类以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数据作为服务价格指标进行了测算。 基于

该方法所得的不同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相对收敛，但其总体趋势与上述结果保持一致。



表 ３ 基于 ＴＰＩ 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测算

年份 全体 Ｐ１０ Ｐ２０ Ｐ３０ Ｐ４０ Ｐ５０ Ｐ６０ Ｐ７０ Ｐ８０ Ｐ９０ Ｐ１００

总体变幅（１９９２ ＝ １００）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２９４􀆰 ５７ ３１０􀆰 ９８ ２９０􀆰 ３９ ２８０􀆰 ６２ ２９７􀆰 ７０ ３１１􀆰 ７４ ３０７􀆰 ４７ ３２４􀆰 ５１ ３０４􀆰 ２８ ３０２􀆰 ８４ ２６４􀆰 ０９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１７６􀆰 ９７ １３４􀆰 １２ １４４􀆰 ０８ １４７􀆰 １２ １５９􀆰 ２９ １６９􀆰 ０３ １７３􀆰 ６２ ２０４􀆰 ６５ ２０６􀆰 ２９ ２０３􀆰 ４４ ２０４􀆰 ６９

平均增率（％ ）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８􀆰 ４１ ８􀆰 ６７ ８􀆰 ３４ ８􀆰 １８ ８􀆰 ４６ ８􀆰 ６８ ８􀆰 ６１ ８􀆰 ８８ ８􀆰 ５６ ８􀆰 ５４ ７􀆰 ９０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１１􀆰 ９９ ９􀆰 ９１ １０􀆰 ４２ １０􀆰 ５７ １１􀆰 １７ １１􀆰 ６２ １１􀆰 ８３ １３􀆰 １８ １３􀆰 ２４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８

总体变幅（２００２ ＝ １００）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８８􀆰 ９１ ９１􀆰 ８０ ９２􀆰 ８４ ９３􀆰 ２９ ９１􀆰 ４２ ８８􀆰 １３ ９１􀆰 ４５ ８８􀆰 １９ ８７􀆰 ９０ ８８􀆰 １５ ８７􀆰 ３２

平均增率（％ ）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９􀆰 ５１ ９􀆰 ７５ ９􀆰 ８４ ９􀆰 ８７ ９􀆰 ７２ ９􀆰 ４５ ９􀆰 ７２ ９􀆰 ４５ ９􀆰 ４３ ９􀆰 ４５ ９􀆰 ３８

　 　 说明：基于 ＬＰＩ、ＰＰＩ、ＦＰＩ 与 ＳＰＩ 指标测算的结果较为一致，限于篇幅未报告，备索，下表同。

图 ２　 基于 ＴＰＩ 的不同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拟合分布特征

根据表 １，本文将家户群体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分解为家户 － 产品层面，进一步

探究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变动差异来源。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变动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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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的变幅；二是该类产品在家户部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或权重。 这意味

着部分耐用消费品如手表等，尽管样本期间价格涨幅较大，但由于其在家户部门的消

费支出中所占权重较小，故而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也较小。 反之，虽然粮食、肉类以及

蔬果等日常消耗品的价格涨幅相对略小，但其所占消费支出权重往往较大，因此对家

户部门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影响较大。 如表 ４ 所示，随着家户群体可支配收入水平

的上升，食品和饮料等非耐用品的平均支出份额会减少，而家用设备等耐用品和消

费性服务的相对支出权重逐渐增加。 从这个角度看，贸易自由化及其带来的进口关

税削减会作用于相关消费品价格的变动和家户部门的产品支出权重，从而对中国城

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构成影响。 其逻辑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同 Ｐｏｒｔｏ（２００６）采
用收入补偿形式衡量的个体消费效应一致。 因此，不同类型产品间的价格反应程度

与家户部门间的消费结构异质性均可能造成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群体生活成本指数

的差异化影响。

表 ４ 基于 ＴＰＩ 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分解

产品类型
全样本 Ｐ２０ Ｐ４０ Ｐ８０

权重 变幅 权重 变幅 权重 变幅 权重 变幅

食品和饮料 ５５􀆰 ４３ １４２􀆰 ２２ ６１􀆰 ０８ １５８􀆰 １０ ５６􀆰 ２０ １４６􀆰 １８ ５１􀆰 ９２ １３４􀆰 ７２

衣着 １６􀆰 ０４ ５８􀆰 ７４ １５􀆰 １０ ５０􀆰 ０１ １６􀆰 ８０ ５５􀆰 １９ １７􀆰 １７ ６６􀆰 ３３

家用设备 ７􀆰 ３０ ６􀆰 ３２ ４􀆰 ５９ ３􀆰 ７０ ６􀆰 ７６ ６􀆰 ０５ ９􀆰 ３３ ９􀆰 ８６

服务类 ２１􀆰 ２３ ８７􀆰 ２８ １９􀆰 ２３ ７９􀆰 ９８ ２０􀆰 ２４ ９０􀆰 ４９ ２１􀆰 ５８ ９３􀆰 ３７

　 　 说明：上述结果由各消费项目所对应的产品层面数据加总得到。

（三）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进行测算和分解，根据（５）式，本
文利用家户 －产品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与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

应模型估计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的

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５。 基于不同生活成本指数测度指标，在同时控制了家户 － 年份、
家户 －产品及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和特定产品趋势后，进口关税与消费品生活成本指

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在某种

程度上能够通过进口关税削减产生的“节约效应”，降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品

生活成本指数，从而有助于提升家户部门的消费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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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ＰＩ ＬＰＩ ＰＰＩ ＦＰＩ ＳＰＩ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０４３４）
０􀆰 ０５３２∗∗∗

（０􀆰 ００４１０）
０􀆰 ０６７６∗∗∗

（０􀆰 ００６７９）
０􀆰 ０６２３∗∗∗

（０􀆰 ００５４９）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０４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８０７ ４０４９ ４０４９ ４０４９ ３８０７

Ｒ２ ０􀆰 ８３４ ０􀆰 ８７９ ０􀆰 ８１７ ０􀆰 ８４１ ０􀆰 ８４３

　 　 说明：根据城镇住户调查手册，在住户就业人口数的统计中，我们剔除了“离退休再就业人口

数”与“其他就业人员数”。∗、∗∗及∗∗∗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及 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为估计

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在回归中我们分别控制了产品层面的世界价格指数和家户－产品层面的

支出权重、家户层面的家庭规模、就业退休比重与户主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以及非消费支出和借贷支出等反映家户部门消费行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

行业－年份、年份－家户及家户－产品固定效应和特定产品趋势。 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回归结果，备
索。 表 ６ 和表 ９ 同。

同时，基于样本期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变动趋势呈现出阶段性的特

征事实，我们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２００１ 年）为划分节点，在回归中引入入世后阶段的虚

拟变量与关税变量的交互项，考察贸易自由化不同阶段的进口关税削减对家户部门消

费品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的影响差异。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无论是入世前（１９９２－
２００１ 年）还是入世后（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阶段，贸易自由化都会降低家户部门的消费品生

活成本，但平均而言，其在入世后阶段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的影

响更大。 此外，根据 Ｐｏｒｔｏ（２００６）的研究，不同家户部门间的消费结构异质性会造成贸

易自由化利益分配的差异。 这种分配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亲贫困”的分布特征

（Ｈａｎ 等，２０１６；施炳展和张夏，２０１７）。 为此，我们通过设置高收入群体虚拟变量与关

税变量的交互项，讨论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的差异化影

响。 其中，本文将高收入群体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分布高于 ５０ 分位（ ＞ ５０ ｔｈ）的样本住

户，将可支配收入分布低于或等于 ５０ 分位（≤５０ ｔｈ）的样本住户定义为低收入群体。

通过采用不同的生活成本指数测度指标，在同时控制相关特征变量和固定效应后，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进口关税削减对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指数的影响更

大。 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作用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的消费福利

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亲贫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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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异质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ＰＩ ＦＰＩ ＳＰＩ ＴＰＩ ＦＰＩ ＰＰＩ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６７７∗∗∗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７３２∗∗∗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８６５∗∗∗

（０􀆰 ０１００）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入世后阶段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１２２）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高收入群体 －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６９）
－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０９０）
－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１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８０７ ４０４９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４０４９ ４０４９
Ｒ２ ０􀆰 ８３４ ０􀆰 ８４２ ０􀆰 ８４３ ０􀆰 ８３４ ０􀆰 ８４２ ０􀆰 ８１７

根据（６）式，我们可以估计家户部门的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对消费品生活成本指

数变动的弹性系数，从而探究贸易自由化及其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对中国城市居民家

庭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的间接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７。 一方面，家户部门不同类型的

消费服务对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的弹性系数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在

某种程度上会通过消费品与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间的变动弹性，降低中国城市居民家

庭的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

表 ７ 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对于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的弹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家庭服务 医疗服务
交通和通信

服务

文化娱乐

服务
教育服务 居住服务 其他服务

食品与饮料
１􀆰 ３６６６∗∗∗

（０􀆰 ０２７８）
０􀆰 ８０６３∗∗∗

（０􀆰 ０２３８）
０􀆰 ９１１５∗∗∗

（０􀆰 ０１３８）
０􀆰 ６１３２∗∗∗

（０􀆰 ０３２５）
０􀆰 ３１１２∗∗∗

（０􀆰 ０２０５）
０􀆰 ７７２１∗∗∗

（０􀆰 ０５３５）
０􀆰 １６４０∗∗∗

（０􀆰 ０１４３）

衣着
－ ０􀆰 ３５６１∗∗∗

（０􀆰 ０２５６）
０􀆰 ２５０４∗∗∗

（０􀆰 ０２２３）
０􀆰 ５９９６∗∗∗

（０􀆰 ０１６５）
０􀆰 ２７７２∗∗∗

（０􀆰 ０１４５）
０􀆰 ５２４６∗∗∗

（０􀆰 ０１３１）
－ ０􀆰 ５４６８∗∗∗

（０􀆰 ０６８２）
０􀆰 ５０９０∗∗∗

（０􀆰 ０２０３）

家用设备
０􀆰 １８８９∗∗∗

（０􀆰 ００８５）
－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７５）
－ ０􀆰 １０３２∗∗∗

（０􀆰 ００５６）
０􀆰 １０４２∗∗∗

（０􀆰 ０１５０）
－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０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６０８０
　 　 说明：３ 大类消费品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别由其对应产品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以相对份额加权平

均计算得到。 所有回归均纳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特定家户趋

势。 此外，我们还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居民各类服务的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服务价格，重新测算

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亦较为接近。 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回归结果，在此仅

汇报由 ＰＰＩ 指标估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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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７）式分别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形式的 Ｇｉｎｉ 系数、Ｇｉｎｉ 系数、Ｔｈｅｉｌ 指数、ＭＬＤ、
ＲＭＤ 以及 ７５ 分位比 ２５ 分位、９０ 分位比 １０ 分位等测度指标，进一步考察进口关税对

产品层面家户部门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程度的影响。 我们采用混合普通最小

二乘（ＯＬＳ）该回归的估计结果见表 ８。 从中可知，在同时控制了世界价格指数和支出

权重的分布离散度变量以及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与特定产品趋势后，进口关税对城市

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度影响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负，这
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关税削减会扩大不同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

散度。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节约效应”抑制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上升，但其亲贫困的影响特征会造成不同收入群体间生活

成本指数的变幅差异，从而导致家户部门间生活成本指数的分布离散度扩大。 在既定预

算约束条件下，生活成本指数的变动通常意味着家户部门实际消费福利水平的变化。 从

这个角度看，贸易自由化具有调节不同群体间福利差距或利益分配差异的作用。

表 ８ 贸易自由化对家户部门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度的影响

ＴＰ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ｉｎｉ Ｔｈｅｉｌ ＭＬＤ ＲＭＤ ７５ ｔｈ ／ ２５ ｔｈ ９０ ｔｈ ／ １０ ｔｈ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９３）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０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Ｒ２ ０􀆰 ８９７ ０􀆰 ９１６ ０􀆰 ８７４ ０􀆰 ８７８ ０􀆰 ９１０ ０􀆰 ８７５ ０􀆰 ８８９

ＳＰＩ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ｉｎｉ Ｔｈｅｉｌ ＭＬＤ ＲＭＤ ７５ ｔｈ ／ ２５ ｔｈ ９０ ｔｈ ／ １０ ｔｈ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０９５）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０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３８０７
Ｒ２ ０􀆰 ９０３ ０􀆰 ９２２ ０􀆰 ８７３ ０􀆰 ８８１ ０􀆰 ９１６ ０􀆰 ８８３ ０􀆰 ９０４

　 　 说明：所有回归均控制了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和特定产品趋势，表 １０ 同。

四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讨论

（一）稳健性检验

考虑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根据（５）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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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 基于工具变量的选择标准，同时参照余淼杰（２０１０）等的研

究，我们选择以基期税率平减的进口关税指数的滞后期变量作为当期关税水平的工具

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９。 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的指标方法，
进口关税与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显著存在，从而

验证了基准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与此同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则表明，贸易自由

化对不同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影响的差异特征显著存在。

表 ９ 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影响再估计

ＴＰ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５ ｔｈ ５０ ｔｈ ７５ ｔｈ

ＴＰＩ ＰＰＩ ＦＰＩ ＳＰＩ ＬＰＩ ＬＰＩ ＬＰＩ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８４６∗∗∗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５８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６３１∗∗∗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６０８∗∗∗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０５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６２６ ２６２６ ２６２６ ２６２６ － － －
Ｒ２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５ － － －

表 １０ 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分布离散度影响的 ＧＭＭ 估计

ＴＰ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ｉｎｉ Ｔｈｅｉｌ ＭＬＤ ＲＭＤ ７５ ｔｈ ／ ２５ ｔｈ ９０ ｔｈ ／ １０ ｔｈ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１８８）
－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０６３）
－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１２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Ｒ２ ０􀆰 ９０８ ０􀆰 ９２０ ０􀆰 ８８２ ０􀆰 ８８４ ０􀆰 ９１５ ０􀆰 ８８１ ０􀆰 ８８４

ＳＰＩ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ｉｎｉ Ｔｈｅｉｌ ＭＬＤ ＲＭＤ ７５ ｔｈ ／ ２５ ｔｈ ９０ ｔｈ ／ １０ ｔｈ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１３１）
－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１３１）
－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０４３）
－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０８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１
Ｒ２ ０􀆰 ９１０ ０􀆰 ９２４ ０􀆰 ８６９ ０􀆰 ８８０ ０􀆰 ９１９ ０􀆰 ８９１ ０􀆰 ９０５

　 　 说明：在第（１）－（７）列与第（８）－（１４）列的回归中分别采用以基期税率平减的进口关税指数的滞

后 ２ 期和滞后 １ 期变量作为即期关税的工具变量。

同样的，根据（７）式，我们采用广义距估计（ＧＭＭ）方法重新验证贸易自由化对中

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程度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１０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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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基于不同的生活成本测度指标，进口关税对家户部门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

度影响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这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二）基于地区维度的扩展性讨论

为丰富和扩展本文，我们尝试从地区维度的关税冲击与消费种类变化的影响这

两方面，对贸易自由化的消费福利影响做进一步讨论。 我们展开讨论主要源于以下

考虑：其一，通过测度地区 － 家户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及其分布的离散程度，可以揭

示不同地区间家户部门生活成本指数的差异分布特征，探究地区层面的贸易自由化

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福利的影响。 其二，已有理论和经验研究已表明，不同消

费者的种类偏好异质性及其可获得的消费种类范围差异往往也是引致贸易利益分

配或生活成本指数变动差异的重要因素（Ｂｅｈｒｅｎｓ 和 Ｍｕｒａｔａ，２０１２；Ｈａｎｄｂｕｒｙ 和 Ｗ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５；Ｒ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Ｇｕｎｎｉｎｇ 等，２０１８），有必要纳入消费种类变动

因素的影响。
结合现有数据条件，我们利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选取 １６ 个省

市的 ５６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样本，按照可支配收入将各城市内部

样本住户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 ４ 类家户群体，分别测算地区 －
家户层面的生活成本指数与地区层面不同收入水平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本分布离散

度①。 与此同时，借鉴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１９９４）与 Ｒ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的思路，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库中 ＨＳ８ 位数的进口消费品数据，测算出地区层面

的进口种类变动指标，并将其作为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种类调整的代理变量。 将上述数

据库进行匹配对接，得到包含样本城市进口种类变动和城镇住户消费支出的合并库数

据，并据此探究地区消费种类变动对不同家户群体生活成本指数的影响②。 此外，我
们还参照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２０１０）的方法，通过利用 ＵＨＳ 数据库中各地区行业层面的就业份

额对行业层面进口关税进行加权处理，测算出地区关税指数，作为衡量各样本城市贸

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标变量，据此考察地区维度的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

指数或实际消费福利的影响③。
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样本期内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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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６ 个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黑龙江、重庆、四川、云
南、甘肃。 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其间部分城市行政区划发生调整，我们对其进行了相应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受制于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上述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地区层面进口种类指标并不

能完全衡量和反映其内部家户部门消费集合的总体变动情况，其在克服替代性偏误问题上作用亦有限。
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扩展性讨论的具体内容，备索。



数均呈逐步上升趋势，且在地区间存在分布差异特征，人均 ＧＤＰ 水平（ ｌｎ ｇｄｐ＿ｐｅｒ）较
高或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会更高。 而地区人均 ＧＤＰ 水平则同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程度之间存在近似倒 Ｕ 型的拟合分布关系，即
相较于中等程度的发达地区而言，最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内部家户群体间的生活成

本指数分布离散程度较小。 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期间各样本城市的地区关税水平呈

逐步下降趋势，且城市人均 ＧＤＰ 水平与地区关税指数间呈负向拟合分布关系，表明人

均 ＧＤＰ 较高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人均 ＧＤＰ 较低或经济欠发达地区。
换言之，经济发达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或开放程度更高。 与此同时，基于地区层面的进

口消费品种类变动指标的调整，各样本城市内不同家户群体的生活成本指数趋于收

敛，这意味着消费种类变动对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或实际消费福利的影响也

不应被忽视。 我们采用混合 ＯＬＳ 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 １１，地区关税指数同城市居民

家庭的总体生活成本指数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地区层面的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其内部

家户部门的生活成本指数，且平均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居民家庭与低收入群体所获

得的消费福利效应相对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１１ 地区维度的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６） （５）

ＴＰＩ ＰＰＩ ＦＰＩ ＴＰＩ ＦＰＩ ＴＰＩ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ｃｔ
０􀆰 ０４７０∗∗∗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１７１）
０􀆰 １１０２∗∗∗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１２３）
０􀆰 １２７０∗∗∗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１２４）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ｃｔ ×东部地区
－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０４１）

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ｃｔ ×高收入群体
－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２３）

ｌｎ ｇｄｐ＿ｐｅｒ
０􀆰 １３０１∗∗∗

（０􀆰 ００３３）
０􀆰 １５４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１３５６∗∗∗

（０􀆰 ００３２）
０􀆰 １２８２∗∗∗

（０􀆰 ００３３）
０􀆰 １３０２∗∗∗

（０􀆰 ００３２）
０􀆰 １３００∗∗∗

（０􀆰 ００３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６６３ ３６６３ ３６６３ ３６６３ ３６６３ ３６６３

Ｒ２ ０􀆰 ８４４ ０􀆰 ７５５ ０􀆰 ８３０ ０􀆰 ８４４ ０􀆰 ８３０ ０􀆰 ８４３

　 　 说明：ｌｎ ｔａｒｉｆｆｃｔ和 ｌｎ ｇｄｐ＿ｐｅｒ 分别为地区层面的关税指数和人均 ＧＤＰ 变量取对数形式，将北京、
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所辖样本城市设定为东部地区，其余为中西部地区；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户

样本设定为高收入群体。 回归中分别加入东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的虚拟变量以及家户群体层面的

相关特征变量，同时控制了年份、城市和家户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未报告，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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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生活成本指数的视角，通过利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在经验上探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福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样
本期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成本指数呈逐年上升态势，不同收入水平的家户群体

间的生活成本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其做进一步分解，我们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源

于不同家户群体间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和不同产品间价格变幅的差异。 贸易自由化引

致的进口关税削减会降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生活成本指数，但其平均对低收入

家户群体的影响会更大。 与此同时，贸易自由化还会通过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对消费

品生活成本指数变动的弹性，降低城市居民家庭的服务类生活成本指数。 特别地，贸
易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亲贫困的福利影响特征，会造成不同收入群体间生活成本

指数的变幅差异，从而扩大了城市居民家庭间的消费生活成本指数分布离散程度。 生

活成本指数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家户部门的实际消费福利水平。 从这个角度

看，贸易自由化具有增进消费者福利与调节群体间利益分配的政策影响。 此外，本文还

从地区维度的贸易自由化与消费种类变动的影响两方面展开了扩展性研究。
本文政策建议有：一方面，应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实施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战略，进

一步降低同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进口产品关税税率，这将有助于扩大国内的有

效供给，促进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合理竞争，引导供给体系的转型升级，以更好适应和满

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从而提升全体国民的消费福利水平，推动贸易格局向进出口平

衡发展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贸易政策在调节不同群体间利益分配或福利

差距上的作用，同时制定和实施更加公平有效的再分配政策，维护和扩展来自全球化

或贸易自由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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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ｐｐ􀆰 ５８１－６０６．

Ｈｏｂｉｊｎ， Ｂ􀆰 ； Ｍａｙｅｒ， Ｋ􀆰 ； Ｓｔｅｎｎｉｓ， Ｃ􀆰 ａｎｄ Ｔｏｐａ， 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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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ｒａｖｅｌ， Ｘ􀆰 “Ｔｈ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 Ｓ􀆰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ｅｃｔｏｒ􀆰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３４（２）， ｐｐ􀆰 ７１５－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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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Ｄ􀆰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ｏ， 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ｉ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１６， ３１（１）， ｐｐ􀆰 １６８－１９７．

Ｌｅｙａｒｏ， Ｖ􀆰 ； Ｍｏｒｒｉｓｓｅｙ， Ｏ􀆰 ａｎｄ Ｏｗｅｎｓ， Ｔ􀆰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７􀆰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１７（４）， ｐｐ􀆰 ４３０－４５０．

Ｌｉｅｕ， Ｐ􀆰 Ｔ􀆰 ； Ｃｈａｎｇ， Ｃ􀆰 ａｎｄ Ｍｉｚｚｉ， 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４５（２１）， ｐｐ􀆰 ３０１１－３０２３．

Ｌｕ， Ｙ􀆰 ａｎｄ Ｙｕ， 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７（４）， ｐｐ􀆰 ２２１－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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